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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
衔接”。在厘清税收激励生育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运用工资税模型，获取 OECD 国
家对此的经验论据。结果显示，许多国家运用税收政策向有子女家庭提供正向激
励，且更注重中低收入家庭。进一步分析发现，通常为符合资格条件的儿童设计相
同的或递增的定额税收优惠，甚至为大规模家庭赋予额外优惠; 将儿童税收宽免转
化为抵免，引进收入限制和可退抵免制; 单亲家庭可享受额外优惠，而已婚家庭还
通过个人申报纳税、婚姻优惠、家庭申报纳税等多种举措受益。应汲取和借鉴
OECD国家的成功经验，逐步构建我国“生育友好型”的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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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is emphasiz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matching and connection between fertility policies and
relevan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fertility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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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tax system，a taxing wages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effects of OECD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in many OECD countries，personal income tax

( P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ertility incentive，especially for the low and

middle income families．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ame or increasing quota tax

benefits are usually designed for eligible children，and even an additional amount is

introduced for large families to get a better fertility incentive; the children tax allowanc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tax credits with a phase－out and a refundable system; alone parent

can enjoy extra tax benefits，while couples can benefit from separate taxation，marital

status reliefs or joint taxation． Therefore，PIT system with“friendly fertility”in China

should be adopted gradually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learned from OECD countries．

Keywords: OECD countries; personal income tax; low fertility; taxing wages model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生育率是反映妇女生育强度的重要指标，是影响人口增长速度的核心因素，同时也是制

定人口计划和进行人口预测的重要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数据统计显示，

1960年到 2018年间，OECD国家平均生育率从 3. 25下降到 1. 63。而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此

期间下降更为迅速，从 5. 76降到 1. 69①。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国际警戒线 1. 5，就掉

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最大功效可能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

警示作用［1］。基于妇女儿童权益和现代家庭观念，目前 OECD 国家已形成包括生育休假、

收入补偿和保育服务三方面内容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2］。几乎所有的税收体系都能够同时

影响纵向公平 ( 如从高收入家庭到低收入家庭) 和横向公平 ( 如不同小孩数量的家庭之

间)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就业和生育行为等方面的决策［3］。

囿于大多数国家实施税收政策鼓励生育的时间较晚，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左右相关研究

才开始突显。惠廷顿 ( Whittington) 等人第一次真正实证评估了生育率和各种经济因素 ( 包

括税收因素) 的函数关系。他们发现美国受抚养者的税收宽免对全国生育率有着积极而显

著的影响，尽管税收弹性系数不大 ( 在 0. 127 到 0. 248 之间) ，但似乎可以通过有意改变税

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民的生育决定［4］。之后，许多学者进一步运用宏观数据［5－9］和

微观数据［10－12］对单个或多个国家展开实证分析，为我们理解各国如何通过税收激励生育及

其效果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参考。当然，受制于模型指标的选择、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考察

期间以及数据来源的差异，研究结果呈现复杂多样性，即税收对生育的激励程度是一个经验

问题［13］，其作用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14］。更为重要的是，21 世纪以来，OECD国家在税

收政策设计中，广泛引进可退的税收抵免②和收入限制条件③，这种精细化的税收政策调整

显然无法在宏观视角分析中被有效揭示，而微观视角由于数据的缺乏也很难展开有效的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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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生育率是指总和生育率，为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可退的税收抵免是指当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小于税收抵免额时，不足抵免的部分可退还给纳税人。
收入限制条件是指纳税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与其收入相关，通常有以收入为资格条件的定额享受和按 ( 净) 收入
的一定比例享受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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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期比较。

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
的调整转型进一步向深度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15］。2019 年起，我国实施了个人所得税子女

教育专项附加扣除，迈出了减轻有小孩家庭税收负担的可喜一步。但与许多 OECD 国家
“生育友好型”税收政策相比，我国仍存在较大差距，政策设计单一且相对粗糙。国内对此
的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大多数学者从生育政策、财税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宽泛视角，对部分

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及激励效果进行梳理和探讨［2，14－19］，因而聚焦于个人所得税生育激励的

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20］。此外，虽然国外涉及税收对生育成本影响的理论研究屡见不

鲜［3，21－22］，但至今未曾发现系统地分析其理论逻辑的文献，建立在统一口径上的大规模国际

比较也十分缺乏［23］。

基于此，本文另辟蹊径，首先，厘清税收激励生育行为的理论逻辑，奠定分析的理论基

础。其次，运用工资税模型［24］，结合 OECD 国家最新数据比较分析税收对生育激励的总体
效应，并通过对各国税收政策模拟，挖掘建立在统一口径上的税收政策显著性特征，从而获

取科学可比的国际论据。最后，汲取和借鉴 OECD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税收征管的现
实约束，逐步构建我国“生育友好型”个人所得税制的对策建议。

二、税收激励生育的理论逻辑与工资税模型
1． 税收激励生育的理论逻辑
以贝克尔 ( Becker) 奠定的现代生育经济模式［25］为基础①，本文循着成本类型—影响因

素—税制要素—主要政策工具这条主线，深入剖析税收激励生育的理论逻辑 ( 见表 1) 。

表 1 税收激励生育的理论逻辑
成本类型 影响因素 税制要素 政策工具 ( 宽免或抵免)

生活成本 婚姻状况 税收宽免 分类或综合
教育成本 收入水平 税收抵免 据实或标准
医疗 /保险费用 受抚养者年龄 个人申报 定额或比例
体育 /艺术费用 受抚养者数量 家庭申报 ( 平均分割 /家庭系数 /合并) 转移或非转移 ( 配偶间)
托管成本 受抚养者健康 税率结构 可退或非可退
家政服务费 性别 ( 女性) 纳税人 ( 享受主体及比例) 全额或限额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第一，抚养小孩会产生哪些不同类型的成本? 经济学文献将抚养成本区分为直接成本和

间接成本 ( 机会成本) 。前者是指有小孩家庭产生的额外“自付”费用，不仅有基本生活成
本 ( 吃穿住行) ，还会产生诸如教育成本以及健康费用 ( 或医疗保险费) ，甚至是体育、艺
术活动等费用。后者指父母生育子女后所遭受的收入损失。例如，母亲不工作，或者为照顾

子女而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在子女出生后职业前景欠佳［3］。

第二，哪些家庭特征会影响抚养成本或能力? 不同的婚姻状况，蕴含小孩成长的不同环
境; 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代表抚养小孩的不同能力。对于一个较高收入或过高收入的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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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指出如果小孩是正常商品，在保持其他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的增加 ( 抚养成本下降) 将促进更高的生育需求，
特别是在人力资本成本不会改变的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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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减少甚至不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也符合 “量能课税原则”。例如，在过去 20 年中，

美国部分税收政策的变化有利于贫困家庭的小孩和工作的穷人 ( 或近似穷人) ，这可能无意
中影响了生育率，因为穷人往往倾向于多生孩子［26］; 不同的小孩年龄、数量和健康状况，

意味着养育成本亦千差万别; 说服女性更多的生育和产后继续工作是政府面临的双重挑战。

第三，可借助哪些税制要素实现政策目标呢? 理论上来说，减少有小孩家庭税收负担的
诸多税制要素，对生育行为都可能有积极影响，但效果迥异。其中，家庭系数法将综合税基
在家庭成员 ( 包括小孩) 中分割后再适用累进税率，因而能有效减轻家庭税负; 合并申报
作为鼓励生育的一种手段可能并不十分精确，因为税负减少与儿童的数量无关［22］; 类似的，

平均分割法①和税率结构对鼓励生育也可能不十分精确; 个人申报纳税可能既有较高的女性
劳动力供给，又能保障较高的生育水平［21］; 纳税人享受的儿童税收优惠规定越自由灵活，

则减轻税负的效果越好，对生育的激励作用越大。

最后，可借助于哪些税收宽免或抵免政策工具呢②? 两者的选择可谓精彩纷呈，是税收
激励生育的精细化设计来源。既可根据抚养的成本类型不同分别考虑，也可为简化税收征管
而综合设计; 既可根据成本类型据实扣除，也可设计为标准扣除 ( 与实际费用无关) 。在实
践中，囿于这些成本常常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因而标准扣除是各国更常见的选择［3］。具体
而言，它既可采用定额方式，也可按 ( 净) 收入的一定比例扣除; 当纳税单位为个人时，

可赋予未使用完税收宽免或抵免在配偶间转移; 针对中低收入者面对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事
实，可设计可退的税收抵免。但是，政府为缓解财政收入损失压力，经常考虑限额的扣除、

转移或退还。

鉴于涉及成本类型的多寡、探究影响因素的宽窄，以及灵活多变的政策要素或工具的选
择，通常综合交错在一起，遂形成程度不一的激励路径。在实践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各种税收政策都可能提高或降低生育的吸引力，因而综合影响可能是模糊的。厘清此理论逻
辑，不仅有利于理解激励生育的税收政策设计，同时对如何权衡收入分配公平、工作效率以
及财政收入稳定性，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价值。

2． 工资税模型
本文采用 OECD 2019年提供的工资税模型所建立的分析框架［24］，主要假设有: 家庭有

2个符合资格条件的小孩，年龄为 6 岁到 11 岁，身体健康。收入水平界于平均工资
( Average Wage，AW) 的 50%到 250%之间，即 50%AW到 250%AW。考虑符合条件的纳税
人享受的各种标准税收优惠政策，因而可获得纳税人的实际个人所得税负担 ( 不考虑社会
保障负担)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别测算无小孩与有小孩已婚家庭 ( 假设仅配偶一方有收
入) ，或者无小孩与有小孩单身家庭之间的税收负担差异值，便可知晓税收对生育家庭税负
影响的方向及大小。如果无小孩家庭税收负担大于有小孩的家庭，即税负差异为正值，则发
挥正向激励作用，且该正值越大，效果越明显。否则相反。

此外，引进平均税收利益指标，即儿童税收宽免对应的税收价值 ( 中央与地方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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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平均分割法是指将家庭综合税基在夫妻中平均分割后，再适用累进税率。
税收宽免与抵免是不同的，前者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而后者是从应纳税额中扣除。但两者都有很多种形式，
例如基本税收宽免或抵免、儿童税收宽免或抵免，以及勤劳所得宽免和抵免。



彭海艳，等: 生育激励与个人所得税

数) 或者儿童税收抵免额占平均工资 ( AW) 的百分比 ( 考虑两个小孩，以 2C /AW%表
示) ，这有利于消除经济变量单位差异的影响，可有效开展跨国和跨期比较。更为重要的

是，税收优惠是收入的函数时，可进一步模拟不同收入家庭与税收利益的关系。需要指出的

是，如果没有小孩的已婚家庭税收负担较低，也隐含了潜在的生育激励。除非另有说明，本
文数据源自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 ( IBFD) ① 以及 OECD 2019 年文献中 2018 年的原始数

据［24］，以及基于工资税模型假设开展计算和模拟的结果。

三、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对生育激励的总体效应

如表 2所示，在整个收入考察区间，发现因小孩导致已婚和单身家庭存在税负差异的国

家分别为 26个和 30个 ( 截至 2019年底共 36个成员国) 。其中除少数国家部分工资收入区

间存在税负差异负值外 ( 以* 标注) ，绝大多数 OECD 国家税负差异为正值。此外，一些国

家只存在部分区间差异，但大多集中在平均工资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这些表明大多数
OECD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减轻了生育家庭税收负担，尤其是考虑了单身家庭和中低收入家
庭，这与较低收入家庭更大的家庭规模是相适应的。

表 2 无小孩与有小孩家庭在 50%AW—250%AW收入区间的税负差异比较
家庭类型 已婚家庭 单身家庭

有差异 完全差异 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爱沙尼
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
利、韩国、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土耳其、美国
( 19个)

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
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韩国、拉脱维亚、卢森堡 ( 50%—96%， 97%—
250%* ) 、波兰、荷兰、挪威、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西班牙、瑞士、土耳其、美国 ( 24个)

部分差异 澳大利亚 ( 50%—63%) 、智利 ( 100%—
250%) 、 法 国 ( 104%—250%) 、 日 本
( 50%—52%) 、新西兰 ( 50%—79%* ) 葡
萄牙 ( 54%—250%) 、英国 ( 50%—83%)
( 7个)

澳 大 利 亚 ( 50%—55%* ， 56%—63%) 、 智 利
( 100%—250%) 、法国 ( 52%* ，53%—250%) 、新
西兰 ( 50%—79%* ) 、葡萄牙 ( 54%—250%) 、英
国 ( 50%—83%) ( 6个)

无差异 丹麦、芬兰、冰岛、以色列、立陶宛、卢森
堡、墨西哥、荷兰、挪威、瑞典 ( 10个) 芬兰、冰岛、日本、立陶宛、墨西哥、瑞典 ( 6个)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接下来，以平均工资家庭 ( 100%AW) 为典型案例进一步展开实证考察。如图 1 所示，

对已婚家庭存在正向税收激励的国家有 21 个。无小孩的已婚家庭税收负担平均为 13. 0%，

而有小孩已婚家庭平均税收负担仅 10. 4%，总体降低 2. 6%。其中税收负担降低最多的是捷

克，从 7. 1%降到－5. 1%，降低了 12. 2%。主要原因是捷克有配偶间基本税收抵免转移，以

及高水平的 ( 限额可退) 儿童税收抵免。此外，在没有显示正向激励的国家中，北欧国家
以高税收和高福利著称，这为激励生育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例如，瑞典、丹麦和冰岛三

国生育率均高于 OECD平均水平。

类似的，单身家庭存在正向税收激励的国家有 26 个。无小孩的单身家庭税收负担平均

为 15. 7%，而有小孩单身家庭平均税收负担为 11. 9%，总体税负降低约 4%。其中税负降低
最多的是美国，从 16. 1%降到 0. 06%，降幅高达 16%。这是因为美国不仅设计了 ( 可退)

·5·
① 数据来源于 IBFD在线数据库，https: / / research，ibfd．org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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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ECD国家无小孩与有小孩的已婚家庭税负水平及差异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而成。

儿童税收抵免，同时还考虑了小孩的 ( 可退) 勤劳所得抵免 (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以及单亲父母适用比单身个人申报时更大的税收宽免。

以上分析表明，对有子女家庭给予各种税收优惠是大多数 OECD 国家的通行做法，这使

得 21世纪以来其生育率下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甚至部分国家出现了小幅提升。例如，德

国、法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生育率在 20世纪 70年代呈断崖式下滑后，及时采取财税

政策鼓励生育，效果较为显著［19］。因为这些极具鼓励生育色彩的税收减免政策，保障了子

女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关的教育支出，减轻了父母养育子女的负担［27］。

四、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对生育激励的显著特征

接下来，有必要进一步细致分析 OECD国家税收激励生育的显著特征。结合问题的重要

性、复杂性以及篇幅的有限性，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展开探讨①。

1． 生育家庭之儿童利益: 税收宽免 VS 税收抵免
OECD数据库中对儿童税收优惠的分类不甚清晰和统一，尤其是许多国家在设计时也未

明确划分。因此，不区分成本类型，而是将之聚焦于儿童税收宽免和税收抵免的差异比较更

有意义 ( 但这并不否认不同成本类型申报资格条件的可能差异) 。

如表 3所示，部分 OECD国家为符合资格条件的小孩设计相同的定额税收宽免，斯洛文

尼亚还根据小孩出生次序递增，匈牙利甚至依小孩数量增多，每个小孩的宽免额都增加
( 表中数据为 3个以上小孩对应情形) 。除爱沙尼亚和匈牙利 ( 比例税) 仅一个税收利益数

值外，其他国家 ( 累进税) 得到的是区间值。例如，拉脱维亚的税收利益数值较高，为

·6·

① 大多数 OECD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最高年龄限额为 18岁，少数国家高于或低于该限额。一旦超过限额，通常在以下几
种情况下才能继续享受: 一是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大多数国家也规定了学生年龄限额 ( 如奥地利为 24 岁) ，少数
国家规定只要符合学生身份而不论年龄 ( 如斯洛伐克) 。二是少数国家毕业生短时间内也能继续享受 ( 如以色列) 。
三是部分国家的残疾儿童不受年龄限制 ( 如美国和波兰) 。此外，在个人纳税单位中，大多数 OECD国家规定夫妻可
选择各按 50%比例或仅一方申报儿童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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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8%－12. 69%，而奥地利和韩国较低，都不足 1%。不过，囿于高收入者从宽免中享受了

更多的税收利益，许多国家采用了税收抵免［28］。

表 3 部分 OECD国家儿童税收宽免比较 单位 ( 本国货币)
国家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及之后 年龄限制 2C /AW ( %)

奥地利 440 440 440 440 18 /24 0. 26—0. 56
爱沙尼亚 0 1848 1848 1848 16 2. 3
匈牙利 2640000 2640000 2640000 2640000 16 /20 8. 7
韩国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0 0. 08—0. 52
拉脱维亚 2400 2400 2400 2400 18 /24 8. 08—12. 69
斯洛文尼亚 2437 2649 4419 6188 18 /26 4. 14—12. 93
瑞士 7200 7200 7200 7200 18 /学生 3. 94—5. 63
资料来源: 根据整理及计算得到。

如表 4所示，与宽免一样，抵免也采用不变或递增的形式。不过，它还有以下两大显著

特征: 一方面，许多国家设计了收入限制条件。例如，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儿童税

收抵免是收入的函数，而奥地利、智利、捷克、以色列、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在符合收入

条件下适用固定的税收抵免。考虑到收入限制条件，在比较最大抵免额时需谨慎。另一方

面，许多国家引进了可退抵免制。可退的税收抵免使政府向中低收入者付款，导致收入从高

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是基于公正的正当理由。例如，英国和韩国分别于 2003 年和
2015年开始建立可退的儿童税收抵免。但是，考虑到全额可退会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极大

损失，有的国家规定只能在社会保障税或其他税中抵免 ( 例如波兰) ，有的国家则规定退税

的最高限额 ( 例如美国) 。

表 4 部分 OECD国家儿童税收抵免比较 单位 ( 本国货币)

国家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及
之后 收入限制 是否

可退
年龄
限制

2C /AW
( %)

奥地利 494 175 220 220 Wp＞0和 Ws≤13%AW 是 18 /24 0. 78
智利 121289 121289 121289 121289 W≤226%AW 否 学生 2. 51
捷克 15404 19404 24204 24204 W≥20%AW 限额 18 /26 /28 9. 03
德国 2328 2328 2400 2700 W＞0 是 18 9. 21
以色列 2592 2592 2592 2592 Wp＞0和 Ws＞0 否 18 3. 38
意大利 950 950 1150 1150 W≤337%AW 否 18 5. 49
韩国 150000 150000 300000 300000 W＞0 是 20 0. 62
波兰 1112 1112 2000 2700 0＜W≤207%AW 限额 18 /25 4. 10
葡萄牙 600 600 600 600 － 否 16 6. 54
斯洛伐克 259 259 259 259 W≥24%AW 是 18 /学生 4. 27
西班牙 456 513 760 855 － 否 25 3. 60
瑞士 251 251 251 251 － 否 18 /学生 0. 55
土耳其 274 274 365 183 － 否 16 1. 17
英国 2780 2780 2780 2780 0＜W≤84%AW 是 16 /19 14. 14
美国 2000 2000 2000 2000 0＜W≤437%AW 限额 17 7. 28
资料来源: 根据整理及计算模拟得到。
注: 1． W－工资，下标 p和 s分别代表夫妻中的主要收入者和次要收入者。2． 在英国，2017 年 4 月 6 日或之后出生

的第三个孩子，不再获得儿童税收抵免; 比利时、新西兰和希腊等国家也采用了儿童税收抵免; 波兰抚养 2 个或以上子
女的普通家庭或单亲家庭，不适用收入最高限额的规定; 意大利根据小孩出生次序以及最大抵免额，收入限额也不相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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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育家庭之婚姻状况: 单身 VS 已婚
通常婚姻状况可归为已婚 ( 有配偶) 和单身 ( 未婚、丧偶和离婚) 两种类型，则对应

存在有小孩的已婚和单身家庭。考虑到贫困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单身家庭，因而许多
OECD国家对单身家庭赋予额外基本税收宽免和 ( 或) 抵免 ( 见表 5) 。此外，部分国家还
设计了考虑婚姻和 ( 或) 小孩的勤劳所得抵免 ( EITC) 。例如，以 2 个小孩为例，加拿大、

以色列和美国采用可退梯形 EITC，收入分别为 56%AW、75%AW 和 84%AW 时抵免退出，

英国收入在 84%AW时退出，卢森堡则收入在 177%AW时保持在更低抵免水平上。

表 5 部分 OECD国家单身家庭和已婚家庭额外税收优惠比较
类型 国家 内容

税收宽免 丹麦 单身家庭受雇所得可额外扣除收入的 6%，但不能超过 21200丹麦克朗 ( 84%AW)
德国 2015年起，单身家庭享受额外宽免 1908欧元。如果有 1个以上的孩子，则每个孩子增加 240欧元

韩国 单身家庭额外宽免 100万韩元

挪威 单身家庭额外宽免 51804挪威克朗

西班牙 单身家庭额外宽免 2150欧元，已婚家庭额外宽免 3400欧元

瑞士 税收宽免为 14500欧元，其他家庭 ( 含单身和已婚) 税收宽免 28300欧元 ( 零税率)

美国 合并申报基本宽免为 24000美元，户主 18000美元 ( 含单身家庭) ，单身 12000美元

税收抵免 比利时 单身家庭基本宽免增加 1510欧元 ( 与其他宽免一起根据税率表转换为税收抵免)

加拿大 单身和已婚家庭有相同的可退 EITC ( 梯形) ，最大抵免 1922加元，在 56%AW退出

爱尔兰 单身家庭额外抵免 1650欧元

以色列 单身家庭额外基本抵免 2592新谢克尔; 以 2个小孩为例，单身家庭的可退 EITC ( 梯形) 最大抵免
为 5940新谢克尔，在 75%AW退出。而已婚家庭最大抵免为 3960新谢克尔，在 50%AW退出

意大利 单身家庭第一个小孩等于实际享受的最大儿童税收抵免

卢森堡 单身家庭额外可退 EITC为 1500欧元。当收入超过 35000 欧元时 ( 58%AW) 以累进速度下降，直
到收入为 177%AW时，抵免额保持为 750欧元

荷兰 单身或已婚家庭 ( 12岁以下小孩)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4934欧元时，额外 EITC 为 1052欧元。超
过部分累进增加，收入 33065欧元 ( 65%AW) 时最大抵免 2801欧元

波兰 最大基本税收抵免 1440欧元。单身或已婚家庭基本抵免翻倍，从 2880欧元降到 1112欧元，维持一
定收入区间后，在 272%AW时退出

西班牙 两个孩子的单身家庭有额外可退的税收抵免 1200欧元

英国 单身家庭或已婚家庭可退 EITC最大抵免都为 4780英镑，在 84%AW左右退出，两者每周至少工作
时间分别为 16小时和 24小时

美国 以 2个小孩为例，单身家庭可退 EITC ( 梯形) 最大抵免为 5716 美元，在 84%AW退出。而已婚家
庭最大抵免也为 5716美元，在 94%AW退出

资料来源: 根据整理及计算模拟得到。

与单身家庭相比，已婚家庭额外税收优惠在更少国家适用。从税收宽免来看，仅瑞士、

西班牙和美国的已婚家庭适用额外宽免。从税收抵免来看，加拿大、荷兰和波兰的单身与已
婚家庭额外抵免优惠相同，而以色列和英国的单身家庭抵免更优惠，美国的已婚家庭抵免更
优惠。此外，除波兰采用基本抵免外，其余五个国家采用的都是 ( 可退的) 勤劳所得抵免，

极大地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税收利益。
3． 已婚家庭之收入水平: 次要收入者 VS 主要收入者
在已婚家庭中，普遍存在主要收入者和次要收入者 ( 包括无收入，通常是照顾家庭的

女性) 。在单独申报纳税的情况下，低收入配偶可能存在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税收宽免或抵免
的现象。对此，许多 OECD国家或直接将其 ( 全部或部分) 转移给主要收入者，或通过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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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公式转移给主要收入者，基于其相同的实质，可统称为 “配偶间转移”，这也是地中

海国家常用的税收政策［3］。单职工家庭或夫妻工资差异较大家庭常常是有小孩家庭，从而

能部分弥补因生育造成收入暂时减少的损失。

如表 6所示，从税收宽免来看，日本和韩国的未使用完宽免可全部转移给主要收入者，

斯洛文尼亚仅对配偶无收入的情况赋予主要收入者一个更小的定额宽免。而斯洛伐克允许转

移的宽免额还受主要收入者收入的影响。类似的，英国只允许适用基本税率的主要收入者享

受，且为限额转移。从税收抵免来看，加拿大、丹麦和冰岛允许未使用完基本抵免全部转移

给配偶，但加拿大配偶有小额收入时按公式计算递减。抵免在配偶间限额转移的国家有: 意

大利、荷兰和土耳其。此外，意大利和捷克都对次要收入者有收入限制要求，前者重新设计

了更小的抵免公式，后者虽不属于配偶间转移的范畴，但实质是侧重低收入者。

表 6 部分 OECD国家低收入配偶 ( 含无收入) 的额外税收优惠
类型 国家 内容

税收宽免 爱沙尼亚 2017年 1月 1日起，配偶的年收入必须低于 2160欧元，家庭的年总收入必须低于 50400欧元，
则享受配偶补充基本宽免最高 2160欧元 ( 基本宽免为 6000欧元)

日本 如果配偶收入不超过 380000日元，配偶间转移最高为 380000 日元; 配偶所得超过 380000 日
元，实行分段递减的配偶特别宽免，当配偶收入超过 1230000日元时，特别宽免减为零

韩国 如果配偶净收入不超过 1500000韩元，配偶间转移最高为 1500000韩元

斯洛伐克 若主要收入配偶净收入不超过 35268 欧元 ( 335%AW) ，且次要收入配偶净收入不超过 3
803. 33欧元，最高转移宽免 3 803. 33欧元; 如主要收入者净收入超过 35268欧元，则最高转移
金额呈下降趋势，主要收入者净收入在约 482%AW时降为零

斯洛文尼亚 基本宽免为 3303欧元。如果配偶没有收入，主要收入者额外宽免 2437欧元

英国 若主要收入配偶适用基本税率，次要收入配偶收入低于基本宽免 11850英镑，则最多可转移基
本宽免的 10%

税收抵免 比利时 最高基本宽免为 7730欧元 ( 按公式换算为抵免) ，无收入配偶也有相同抵免

加拿大 如配偶是唯一被赡养人，基本税收抵免 1771 加元可全部在配偶间转移。若配偶有少额收入，
则按 15%的速度递减，配偶收入为 22%AW时抵免为零

丹麦 基本税收抵免 17038欧元可全部在配偶间转移

捷克 基本税收抵免为 24840捷克克朗。如果配偶收入不超过 68000捷克克朗 ( 17%AW) ，额外抵免
24840捷克克朗。但收入高于该水平时，配偶没有基本抵免

冰岛 基本税收抵免 646739欧元可全部在配偶间转移 ( 2001 年为 90%，2002 年为 95%，2003 年开
始 100%)

意大利 最高基本税收抵免为 1880欧元 ( 递减) 。如果次要收入配偶应纳税所得额小于 2840. 51 欧元
( 10%AW) ，则按公式计算转移的抵免，最大 800欧元，总体呈下降趋势至零

荷兰 最高基本税收抵免为 2265欧元 ( 递减) ，夫妻间可转移，转移比例在 2009－2023年间逐年递减
至零，2018年为 33. 33%

土耳其 基本抵免 1827里拉，如果配偶没有收入，抵免额约为 365里拉 ( 五分之一)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及计算模拟得到。

4． 已婚家庭之纳税单位: 个人 VS 家庭

众所周知，纳税单位的选择通常有: 个人、家庭或者两者皆可。从理论上来说，纳税单

位本身对生育激励的准确性较差 ( 除家庭系数法外) 。生育率与妇女劳动力参与之间也存在

着有据可查的负相关性，但是最近部分发达国家发现两者之间也呈现正相关性［29］。例如，

北欧国家的丹麦、瑞典和冰岛，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生育率都比其他 OECD国家高得多，因

为税收制度支持个人纳税，则女性的边际税率相对较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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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所示，在 36个 OECD国家中，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国家对已婚夫妻强制家庭申

报，前者采用的是家庭系数法，根据婚姻状况以及家庭成员数量赋予不同的系数，后者采用

家庭合并申报。允许夫妻可选择家庭申报的有德国、卢森堡、波兰、葡萄牙、爱尔兰、西班

牙和美国等 7个国家。其中前 4 个国家采用的平均分割法 ( 夫妻系数为 2，单身系数为 1，

但波兰对单亲家庭也赋予系数 2) 。显然，除个人申报纳税外，平均分割法和家庭系数法对

已婚大规模家庭税负减轻尤为有利①。而合并申报对家庭税收负担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应纳税

所得额以及税率结构，影响较为复杂。例如，美国前 2 级纳税人税负保持不变 ( 级距是单

亲的两倍) ，而后面 5级级距的纳税人遭遇婚姻惩罚 ( 级距小于单亲两倍) 。

表 7 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和税率级次比较
国家 纳税单位 税率级次 国家 纳税单位 税率级次 国家 纳税单位 税率级次

澳大利亚 个人 4级 匈牙利 个人 比例 新西兰 个人 4级
奥地利 个人 6级 冰岛 个人 2级 挪威 个人 4级
比利时 个人 4级 爱尔兰 合并 /个人 2级 波兰 个人 /平均分割 2级
加拿大 个人 4级 以色列 个人 6级 葡萄牙 个人 /平均分割 7级
智利 个人 6级 意大利 个人 5级 斯洛伐克 个人 2级
捷克 个人 比例 日本 个人 7级 斯洛文尼亚 个人 5级
丹麦 个人 2级 韩国 个人 7级 西班牙 个人 /合并 5级
爱沙尼亚 个人 比例 拉脱维亚 个人 3级 瑞典 个人 2级
芬兰 个人 4级 立陶宛 个人 比例 瑞士 合并 10级
法国 家庭系数 4级 卢森堡 平均分割 /个人 19级 土耳其 个人 4级
德国 个人 /平均分割 － 墨西哥 个人 11级 英国 个人 3级
希腊 个人 4级 荷兰 个人 4级 美国 个人 /户主 /合并 7级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注: 税率级次为中央政府对应级次 ( 不包括零税率) 。

五、结论及启示
《“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到 2020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要从 1. 6 提

高到 1. 8左右 ( 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 1. 7) 。为更好提高生育率水平，应汲取和借鉴 OECD

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税收征管的现实约束，逐步构建 “生育友好型”个人所得

税制。

第一，坚持个人纳税单位，设计定额婚姻宽免。研究表明 OECD国家以个人纳税单位为

主流，同时有的国家赋予个人和家庭申报选择权，有的国家引进配偶间税收优惠全额或限额

转移②，以更好地达到同时促进生育与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目标。我国个税纳税单位的

选择何去何从呢? 如果选择合并申报或者两者可选择，囿于我国比西方国家更复杂的家庭结

构，将涉及更多的监管和登记工作。此外，家庭合并申报与综合所得税有着天然的契合性，

而我国已由分类制迈向了综合与分类结合制，这也是当前世界主流趋势。因此，我国应坚持

个人纳税申报，同时可设计婚姻宽免，以助力我国生育率水平的提高。考虑到税收征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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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纳税单位的选择如此重要主要是受累进税率结构的影响，因而边际税率的下降，特别是比例税的引进，部分消除纳
税单位选择带来的影响。
笔者认为除个人和传统的合并申报外，其他形式可归为对纳税单位选择的第三种路径，主要目的是为了部分消除两
种方式中存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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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当前可为单职工家庭设计定额婚姻宽免 ( 例如按免征额的一定比例确定) 。

第二，提高教育附加扣除，拓展享受年龄限制。研究发现许多 OECD国家为符合资格条
件的儿童设计相同或递增的定额税收优惠，甚至为大规模家庭赋予额外优惠①。而 2019 年

我国推出的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没有考虑小孩出生的次序②，可加大对二孩生育的激励力度，

例如，可设计二孩的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翻倍。当然，OECD国家针对儿童税收宽免或抵免的

精细化设计还有很多，例如考虑儿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抚养成本类型，等等，应结合我国
实际情况借鉴并逐步推进。此外，我国对享受年龄限制的政策规定相对宽松，但将 3岁以下
的婴幼儿排除在外。事实上，许多 OECD国家对 3 岁以下的小孩赋予更慷慨的优惠。例如，

西班牙不仅有递增的儿童税收抵免，还对 3 岁以下儿童设计额外抵免。建议将我国 0—3岁
儿童纳入同等享受的范围。

最后，瞄准弱势群体宽免，适时推出税收抵免。研究发现对已婚家庭提供更高扣除额的
国家，也是那些对单亲家庭更慷慨的国家。同时，也会考虑儿童的身体状况。而我国教育专

项附加扣除对所有家庭，以及符合资格条件的所有小孩一视同仁。因此，可对单亲家庭设计
额外的税收优惠 ( 如基本宽免的 150%) ，残疾儿童也可采用类似的办法 ( 如附加扣除的
150%) 。此外，我国免征额水平相对较高，再加上 “三险一金”税前扣除，教育专项附加

扣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形同虚设。因此，待条件成熟，可引进税收抵免 ( 如按最低边际税
率计算确定抵免额) 。同时，为了缓解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建议结合收入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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